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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复杂产品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的“技术资产骨架”和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本文从经济学“投入-生产-产出”（IPO）范式的过程视角，探讨了以创新为核心思想的复杂产品生产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并构建了从资源投入、组织范式到复杂产品生产，再到生产绩效产出的全过程能力分析框架。分析表明，相关分阶段研究理论基础已经比较清晰，但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是一个系统，需要用系统思维方式构建更为宏大的理论；以及，今后对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的研究，更要体现政策研究的规范性、描述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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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National Complex Product: 
An Input-Production-Output (IPO)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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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lex product is one of the critical parts of China Manufacturing 2015. It has become the “technology asset framework” of modern economy and the signal of state’s economy power. However, there is none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production capacity of national complex product. In this paper, we defined it along the Input-Production-Output (IPO) perspective in innovation economics view, and divide it into technology capacity and management capacity. Then, we established a process analysis framework, including resource input, organization form, complex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 output, etc.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national complex product is a systematic concept, and its’ policy study should illustrate normative, descriptive, and practical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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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首次突破20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超过1/3；2015年达到23万亿元，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2016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2.6%，是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业大国。特别是，中国也已成为复杂产品制造中心，国内石油与食品加工业、电子机械业、运输业、航天业以及通信设备业等领域显示出增长快速势头，尤其是大型制造商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高铁虽令国人自豪，也经常遭遇强手；大飞机制造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航空梦，虽已试飞，未来的路还很长；中国船舶产量尽管世界第一，却同样陷入低端制造。“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以企业为主体的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品档次不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化水平不高，与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产业国际化程度不高，企业全球化经营能力不足”（《中国制造2025》）成为“制造强国”必须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承担着“国家技术构架”的复杂产品系统，毫无疑问，其生产能力的提升，对增强中国复杂产品国际竞争力，重塑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复杂产品系统属于大型资本型产品，为生产“简单”产品以及提供现代化的服务创造条件，是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支撑平台[1]。据统计，日本和韩国的复杂产品系统产业产值占其GDP的比例平均为12%-14%[2]，这也是复杂产品系统在20世纪末成为欧洲技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的原因[3]。正因如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不余遗力地大力发展复杂产品生产，以带动本国的制造业向高端发展，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特指互联网+工业）虽然表述不一样，内容有宽窄、路径有差异，但殊途同归，本质和目的一样——占领高端制造业的高地。如船舶行业是为水上交通、海洋资源开发及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现代综合性和战略性产业，对钢铁、化工、轻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大型航空产品的制造过程涉及零部件及其技术参数达到107量级，需要的生产图纸５万多标准张，所需的各种通信、导航、显示和飞机控制设备的提供涉及几十到几百家供应厂。鉴于目前尚无成果专门针对复杂产品生产能力展开研究，本文从经济学“投入-生产-产出”（IPO）范式的过程视角，探讨了以创新为核心思想的复杂产品生产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并构建了从资源投入、组织范式到复杂产品生产，再到生产绩效产出的全过程能力分析框架。

1 复杂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提出
现有成果没有专门针对复杂产品生产能力的研究，复杂产品（或系统）特征和生产过程已有不少研究[4]，这里不再赘述。最值得讨论的是，生产能力的定义对复杂产品（或系统）而言如何理解。
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一般定义为，生产单位在一定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最高数量的能力。有不同视角的研究，因而存在着生产能力的不同分类，如根据生产单位，将其分为国家生产能力、产业（行业）生产能力、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生产能力，或称为宏观生产能力、中观生产能力和微观生产能力。宏观生产能力是指以国家为单位拥有的所有生产能力，如“在固定的技术、偏好以及制度前提下，充分利用社会中的资本、劳动力等各类资源时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5]，就是宏观层面上的定义。而“以产业为单位拥有的所有生产能力，即在固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整个行业形成的最大产出能力”[6]，则是中观层次的定义。最经典的定义还是微观层次上的定义，如“生产能力是指在计划期内，企业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7]。其它生产能力的划分还有如工程生产能力、技术生产能力、经济生产能力和经验生产能力[6]；设计生产能力、查定生产能力和计划生产能力[7]等。
从上述关于生产能力的定义和分类研究可以看出，生产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它。但从本文研究关注的复杂产品而言，有以下几点需要强调说明；（1）生产能力不仅仅是个“量”的概念，更是一个“质”的概念。虽然复杂产品同样需要“量”的衡量，但如果忽视“质”，就偏离了本文研究的主旨。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已是世界第一，但主要是常规船舶，所承接的船舶订单中仅有7%的订单是大型化高技术附加值船舶[8]。以至于还有人怀疑，中国大飞机是不是还在替国外打工。（2）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生产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微观层次（企业和产品）的生产能力是基础，是根本，虽然观察点不同，但研究应该微观着手。因此，微观层次的生产能力定义对复杂产品而言，仍有其意义。（3）生产能力既是静态的，更是动态的。“一定时间内”是静态的，但“动态”才是“能力”的本质。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打破平衡，实现新的要素组合，是本文生产能力研究的关键抓手。（4）复杂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归纳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两方面考察。中国企业的复杂产品生产能力弱不仅表现在技术能力上，更表现在管理能力上。复杂产品是以企业对企业（B2B）交易方式进行的、支撑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涉及的产业链长，界面复杂，大多是系统集成，产品生命周期长，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4]。不具备很强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复杂产品生产将面临很多“时间-质量-成本”等方面风险，如高铁香港段推迟交付，预算严重超支。中国的系统集成商、供应商依旧按照传统产品的研发模式并结合各自在长期创新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来研制复杂产品，造成了大量资金浪费[9]。

根据上文讨论，本文研究的生产能力是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包括以创新为核心思想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用“投入-生产-产出”（IPO范式）来描述，表现为从资源投入、组织范式到复杂产品生产，再到生产绩效产出的全过程能力，如图1所示。





图1 复杂产品生产能力
首先，复杂产品资源投入主要以资源在自我组织生产和外包/分包生产之间的平衡。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来构建资源投入的分析框架。其次，复杂产品组织范式主要涉及从产品模块化到产业模块化的产业组织问题，同时总包商和各外包/分包商之间也形成了社会网络，会反过来影响复杂产品的产业组织。第三，复杂产品系统理论侧重于复杂产品的制造过程、管理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联系。最后，复杂产品生产绩效既脱胎于传统项目管理的进度、质量、成本控制，又以其高度的生产组织复杂性而表现出复杂产品的特点。

2 复杂产品生产过程
复杂产品系统（CoPS）理论认为，复杂产品系统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工程密集的属性，其产品构架具有层级性，各组件以层次链方式集成。根据是否具有内嵌集成系统，复杂产品系统又分为复杂产品和复杂系统。复杂产品所处行业具有双寡头垄断的典型特征。出于安全、统一国际标准、维护专用权以及其它战略或军事理由，政府在复杂产品中涉足的程度高，能够购买和使用复杂产品的最终用户多为大型专业用户或者政府机构、军事部门等。以及，用户高度嵌入复杂产品制造全过程[10-11]。
而复杂产品生产过程包括“需求分析—系统设计任务分解—分包与模块开发—系统集成—交付使用（跟踪完善）”各环节，体现出系统集成、规模密集型、用户-厂商驱动、高度柔性、重视系统集成能力、跨组织联合生产等特征[12]。本文认为复杂产品生产能力主要包括技术能力和关键管理能力，其中技术能力又包括技术需求分析能力、技术总设计能力、技术外包和开发能力、技术集成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关键管理能力也包括定制管理能力、模块管理能力和集成管理能力，如图2所示。










                技术能力         复杂产品生产         管理能力
图2 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构成及其关系
3 复杂产品生产的资源投入
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中，企业是一个黑箱，市场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出清，这对复杂产品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资源基础（RBT）理论将企业定义为一组资源的集合[13]；交易成本经济学（TCE）认为企业的存在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14]。本质上他们都是对新古典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偏离，且两者都符合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15]，成为复杂产品研究天生的理论基础。
首先要分析复杂产品生产的独特资源组合。注意到，通过交易产生了客户价值和企业价值，且交易效率是该价值的一个重要来源。从战略管理理论的视角，需要研究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提升机制，以便与强调市场力量开拓相协调[16-17]。具体说，资源基础理论考察企业通过创造性的资源集合与运用活动获取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交易成本经济学考察企业通过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以创造和获取价值。前者的焦点是资源的特性和获得资源的途径，后者的焦点是交易本身和交易的属性。
其次要分析资源基础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在复杂产品生产情境下的深度结合。即以资源基础逻辑为主要理论, 同时借助交易成本理论对相关问题和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Jacobides等分析了能力分布、交易成本对产业垂直分工的影响，以及能力和交易成本的共演机理[18]。本文认为，能力差异是垂直专业化的必要条件，唯有价值链上能力分布异质时，交易成本的减少才能导致产业垂直分工。
最后要研究复杂产品集成商的外包决策。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互补，分析复杂产品集成商在进行外包决策（内部化或外部化）时的主导逻辑——复杂产品制造企业的分包决策，取决于基于技术能力的子系统否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以及服务于客户企业独特需求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价值。当子系统成为复杂产品总包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时，即使外部化有交易成本优势，制造企业也会将其内部化；当子系统不是制造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来源时，对于独特的需求，将根据可信承诺和交易成本情况决定是否外部化，如图3所示。

	
	
	是否是复杂产品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否
	是

	客户企业独特需求程度
	低
	子系统外包
（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相一致）
	——

	
	高
	根据可信承诺和交易成本优势决定是否外包（交易成本经济学主导）
	自我提供子系统
（资源基础理论主导）


图3 复杂产品集成商的外包决策模型
4 复杂产品生产的组织范式
复杂产品生产的经典组织范式是模块化组织和网络组织，分别主要源于产业模块化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首先要从复杂产品角度重新审视模块化的研究脉络（技术模块化—产品模块化—产业模块化—组织模块化）。作为产业子元素的组织，在结构和资源整合方式上应进行相应的调整。然后在产业模块化三个层次（产品体系或者产品设计的模块化、制造/生产的模块化、组织形式或功能的模块化[19]）基础上，重点研究模块化组织的结构、流程以及边界，及其随着模块化程度的提高重新设计、模块分解的可行性、合理性和未来运行的高效性。此外还有，模块化组织类型（合同生产模式、可替换的工作安排、联盟形式[12] [20]在复杂产品生产中的适应性研究。
然后从复杂产品角度重新审视企业社会网络的研究脉络。一是社会网络概念从个体向组织的演变对复杂产品生产网络的启示。社会网络概念是基于对社会结构的关注而提出的。Granovetter提出弱联结，将社会关系构成的联结视为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单位[21]。复杂产品集成商与供应商及客户、政府、中介等就构成的有核心节点网络，同样揭示了微观个体互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概念，认为任何经济行为都包含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22]。而复杂产品生产网络同样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二是网络的作用。组织作为网络的主体，其行动可促进网络的深化，同时也受网络的制约[23]，复杂产品生产网络同样是以信任为基础的紧密连接的互动关系，网络成员利用这种关系可共享信息资源，降低信息不对称[24-26]。三是网络的维度。大都从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两方面进行维度划分。也有中心性、复杂性、密度划分[27]、网络联系强度和密度划分[28]。对于复杂产品生产网络，同样其网络密度或网络联系强度反映了成员间互动频率和互动程度；网络中心性表明个体成员在网络中的地位。
最后分析复杂产品生产的组织范式下产业模块化和社会网络理论的结合。在产业模块化下分化出价值模块制造者（分包商）、模块规则设计商（商业咨询商）、集成商（总包商），鉴于其各自子市场垄断竞争甚至寡头竞争的实质，以及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过程多次重复博弈的性质，这些国家复杂产品生产商会构成一个企业社会网络[29]。在这个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参与者的网络中心性、嵌入性会有较大差异，多个参与者间的网络密度或网络联系强度也会呈现不同的水平。反过来，这种企业社会网络状况会对复杂产品生产的组织范式（产业模块化），产生持久的影响，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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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产业模块化与社会网络理论的关系
5 复杂产品生产的绩效产出
复杂产品生产往往表现为大型工程项目的形式，在考察其产出绩效时，会借助项目管理理论的“进度-质量-成本”（TQC）及其相互影响的分析框架。首先，在复杂产品生产项目制订合作计划时，系统集成商对工期有严格的要求，除了合同允许的时间延长外，对于超出完工日期的承包商一般都要支付延期赔偿费，这会影响分包商的收益。而客户要求的项目交付日期，则会影响系统集成商的最终收益。第二，复杂产品生产的技术标准应达到合格标准，这种技术合格标准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该技术标准应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技术标准和合同的规定；二是该项目最终的产品，在性能或者使用价值上，确保产品在投入使用后可以正常发挥其价值[30]。第三，复杂产品引起复杂性，成本极难控制，很容易大幅超支。并且其成本既包括直接成本，如材料费、施工人员工资等，也包括间接成本，如项目临时服务人员工资、临时设备租赁费等。最后，进度、质量和成本三者之间存在彼此影响和制约的关系，需综合考虑，必要时要做出取舍和权衡。

6进一步研究讨论
6.1 需要用系统思维方式认识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
国家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是产业生产能力，而产业生产能力的构成要素是企业生产能力，这些要素分属不同的子系统但又彼此联系，分析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企业生产能力，沿着“需求分析—系统设计—分包/模块开发—系统集成—交付使用”的复杂产品生产过程，将生产能力分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时间维-过程维-方法维”（三维结构分析方法）由“点”（一维）到“面”（二维）到“体”（三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体现了“点”、“面”和“体”的整体与局部统一、一般的国家生产能力与特殊的企业生产能力的统一、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在时间上的静态与动态统一。
6.2 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体现了“投入-生产-产出”（IPO）基本生产系统
本文模型设计对投入、生产和产出的三大阶段都运用了经典的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进行解析，试图回答“为什么”和“应是什么”问题，如运用资源基础理论（RBT）和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分析复杂产品生产的资源投入，回答“为什么政府需要资源投入”，“为什么是政府主导而不是企业主导”，“资源投入结构应该是怎样”等问题。同样对组织范式的产业模块化和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对生产过程的CoPS理论分析和对产出的“进度-质量-成本”（TQC）及其关系的分析，都要做出规范性的回答。
此外，将组织范式单列，而不作为全部资源投入的一部分，体现了复杂产品生产投入的特殊性，因为复杂产品资源投入的主体多元化，分属不同类型的组织，如我国引进时速200～250km级别和300km以上级别的高铁技术，其技术资源主体分别是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掌握成熟高速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企业[31]。生产的主体也是多元的，因此需要对传统的直线制、职能制、事业部制乃至项目制的组织范式进行创新，模块化组织、网络组织是复杂产品生产比较合适的组织范式。一种纳入利益相关者主体权利的网络组织（称为利益相关者网络）也许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组织范式[32]。复杂产品企业的价值链是一个开放网络，用户等企业外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价值网络中来。在这个网络中，用户的影响几乎贯穿了全业务流程，分包商也对企业的价值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个企业都有着自己特有的价值网络和核心的价值链节[33]。
6.3  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的评价和比较亟待突破
科学评价复杂产品生产能力，首先要体现反映复杂产品特征的指标选择上，如构建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评价模型，在指标选择上要体现完备性和宏观性，如从“投入-生产-产出”（IPO）角度，可以选择投入要素、支撑条件、过程管理和产出绩效等四个指标；产业则结合产业特征选择关键指标，但企业层次的复杂生产能力评价，需要用显微镜把握内在机理。其次是评价方法的选择，与评价指标选择思路相一致，如果从定性和定量对评价方法分类的话，从国家、产业到企业（产品）应该依次是定量为主定性为辅、定量与定性并重、定性为主定量为辅。
科学评价的最大难题是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信度和效度的矛盾。在国家、产业和企业的评价和比较对象的选择上，既可以选择典型的“标杆者”作为追赶目标，也选择典型的“竞技者”作为比较，如高铁选择日本作为“竞技者”，航空航天选择美国、法国作为“标杆者”，船舶选择日本和韩国作为“标杆者”等。这样的研究虽然偏向实用和工具，但以复杂产品生产能力的规范性研究为指导，研究结果不仅为规范性研究提供有力支持，也有很大的实际参考价值。
6.4  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需要政策研究
政府在国家复杂产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达国家是如此，发展中国家更应如此。目前我国复杂产品产业主要被国有企业垄断，随着金融市场、产权制度、WTO机制等的逐渐完善，进入规制将逐渐放松，民营资本将大量涌入。国务院继2005年推出“非公36条”后，2010年5月7日再次推出新“非公36条”，明确地显示出中央让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决心和政策取向；以及国家发改委网站2015年8月4日公布的《关于实施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重大工程包的通知》。推动复杂产品生产由“政府主导”向“企业主导”实现逐步过渡，是必然选择，需要在产业发展战略路径和政策上做好准备，其中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政策的规范性、描述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规范性主要体现在政策体系的构建上，政策的基本功能是弥补或纠正各种市场失灵，因此凡是有市场失灵的地方就应该有相应的政策进行弥补或纠正，当然政策并非万能，也会出现政策失灵，但政策的完备性和独立性是发挥政策基本功能的必要条件。现有政策体系有不同的构建，如激励性政策（金融、财政、税收、分配、价格、信息、专利政策等）、引导性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保护性政策（关税保护政策和政府购买政策）和协调性政策等。Rothwell和Zegveld的政策体系（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环境政策[34]）十分经典，也得到广泛应用，但同样存在完备性和独立性等问题，可以据此构建一个基于政策功能和政策内容的二维政策体系，填补关于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提升的政策研究空白。
描述性和工具性体现了政策的策略性。由于不同国家针对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政策存在差异，因此政策目标、政策力度、政策措施等需要重视描述性和工具性研究，如美国由于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对复杂产品的生产和组织采取了更为市场化的调节方式，而欧盟各国政府对复杂产品的生产采取了财政补贴、建立技术规范和安全标准、实行市场准入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但对不同产业而言，也存在政策差异，如美国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来支持航空制造业的发展[35]。中国高铁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分别采用二次创新、集成创新和自主创新政策，最终完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体系[31]。
政策研究一直以定性为主，但如果辅之于定量研究，可能会增强解释力和说服效果，如关于政策的动态研究、相关研究和效应研究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如彭纪生等和盛亚等的系列研究[36-37]。所以要研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提升的政策动态性、相关性和效应性等问题，政策的应用价值才能得到提升。

7 结论与展望
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是一个系统，需要用系统思维方式加以理论分析。其直接构成要素是产业生产能力，而产业生产能力的直接构成要素是企业生产能力，这些要素分属不同的子系统但又彼此联系。相关分阶段分层次研究的理论基础已经比较清晰，包括复杂产品系统（CoPS）理论、资源基础理论（RBT）和交易成本理论（TCE）、产业模块化（IM）理论、社会网络（SNA）理论和项目管理（PM）理论等。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沿着“投入-生产-产出”（IPO范式）构建了来描述，表现为从资源投入、组织范式到复杂产品生产，再到生产绩效产出的全过程能力分析模型，并将生产能力分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两大方面。总体上，本文朝着构建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宏大理论的方向迈出了起始的一步。
参考文献：
[1]
陈劲, 桂彬旺.复杂产品系统模块化创新流程与管理策略 [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6，18(3): 74-79.

[2]
GANN D M, SALTER A. Innovation in project-based, service-enhanced firm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lex products and systems [J]. Research Policy, 2000, 29(7): 955-972.

[3]
DAVIES A. Competitive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The Cas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R]. IPTS Report, 1997, 18: 26-31.

[4]
盛亚等. 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利益相关者管理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0-14.
[5]
张晓晶. 产能过剩并非“洪水猛兽”——兼论当前讨论中存在的误区 [N].学习时报，2006-4-10（4）.
[6]
陈柳池. 我国船舶产业产能过剩评价研究 [D].江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7]
陈志祥. 生产运作管理基础 [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0: 2.
[8]
王志玲. 中日韩造船业核心竞争力比较研究 [J].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9]
宋砚秋, 李玉龙, 李桂君, 等. 复杂产品系统项目的治理结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 [J]. 技术经济, 2014, 33(6): 90-100.

[10]
薄洪光, 刘海丰, 李龙龙. 支持复杂产品系统创新的集成制造管理研究：以CRRC-TRV公司为例 [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6, 9(3):224-235.

[11]
闫华锋, 仲伟俊. 复杂产品系统集成商技术创新的影响要素与系统模型 [J].中国科技论坛, 2016, (9): 46-50.

[12]
张文彬, 蔺雷, 廖蓉国. 架构能力引领的复杂产品系统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研究———以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为例 [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31(6): 57-62.

[13]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14]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 Int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15]
TEECE D J.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J].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43(2): 172-194.

[16]
温晓俊, 刘海建. 战略管理研究所应遵循的理论基础:资源基础观与交易成本理论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8): 63-67.

[17]
徐虹, 林钟高, 王海生. 内部控制战略导向:交易成本观抑或资源基础观 [J].财经论丛, 2010, (5): 68-74.

[18]
JACOBIDES M G, WINTER S G. The co-evolu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transaction costs: Explai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5): 395-413.

[19]
徐宏玲. 模块化组织形成及运行机理研究 [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20]
SCHILLING M A. Towards a general modular systems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firm product modularity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2): 312-334.

[21]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22]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481-510.

[23]
NOHRIA N, ECCLES R G.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Structure, form and action [M].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2.

[24]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1): 35-67.
[25]
KARLAN D S. Social connections and group banking [J].The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1): 52-84.

[26]
李民, 周晶, 高俊,等. 复杂产品系统研制中的知识创造机理实证研究 [J].科学学研究, 2015, 33(3): 407-418.

[27]
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J].Social Networks, 1979, 1(3): 215-239.

[28]
ROWLEY T, BEHRENS D, KRACKHARDT D. Redunda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An analysis of structural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the steel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ie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3): 369-386.

[29] 乐承毅, 徐福缘, 顾新建, 等. 复杂产品系统中跨组织知识超网络模型研究 [J].科研管理, 2013, 34(2): 128-135.

[30]
王敏, 张卓. 基于成熟度模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创新能力评价 [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11): 52-57. 

[31]
林善波. 动态比较优势与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追赶——以我国高铁技术为例 [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14): 10-14.

[32]
盛亚, 王节祥. 利益相关者权利非对称,机会主义行为与 CoPS 创新风险生成 [J].科研管理, 2013, 34(3): 31-40.

[33]
陈占夺, 齐丽云, 牟莉莉. 价值网络视角的复杂产品系统企业竞争优势研究——一个双案例的探索性研究 [J].管理世界, 2013 (10): 156-169.

[34]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d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M]. London: Logman Group Limited, 1985.

[35]
缪小明. 复杂产品创新中的政府政策与技术追赶策略研究 [J].科学管理研究, 2006, 24(2): 27-29.

[36]
彭纪生, 仲为国, 孙文祥. 政策测量,政策协同演变与经济绩效:基于创新政策的实证研究 [J].管理世界, 2008, (9): 25-36.

[37]
盛亚, 孔莎莎. 中国知识产权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J].科学学研究，2012, 30(11): 1735-1740.
作者简介：李靖华（1970-），山西五寨人，博士，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制造服务化；盛亚（1959-），安徽合肥人，博士，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复杂产品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国家复杂产品生产能力比较研究”（15AZD057）。
资源投入


资源基础


交易成本





生产绩效


进度


质量


成本








复杂产品生产过程


技术能力


管理能力








组织范式


产业模块化


 社会网络





定制管理








技术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








系统设计





模块管理





分包/


模块开发





技术集成





系统集成





集成管理








技术总设计





技术外包


技术开发





交付使用





技术服务























价值模块制造者（分包商）





模块规则设计商（商业咨询商）





集成商（总包商）





网络中心性








网络嵌入性





网络密度











12

